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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整体史

———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反思

唐仕春

【提要】 中国区域社会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萌芽生长，其中最重要的源头是社
会经济史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区域性研究汇入蓬勃发展的社会史潮流之中，两者相互激荡、相互启
发，在 90 年代中期催生了有别于地方史的区域社会史概念，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而且获得了新的
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在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整体史的关系上进行了
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探索，或主以区域重构整体史，或主以整体区隔地方史。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忘怀
于整体史。以区域重构整体史，有助于解决宏大叙事之不足。以整体区隔地方史有利于解决研究的
碎化、提升研究的对话空间。探寻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体现了学界重新书写整体史的强
烈愿望。
【关键词】 区域社会史 地方史 整体史

最近三十年，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风生水起，不仅在社会史学界炙手可热，其影响力甚至逐渐超

出了史学界。目前涉及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评述文章已有数篇，①对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原因，区域
社会史的内涵及区域划分标准，整体史、地方史与区域社会史的关系均有所论述，增进了对区域社会
史的认识。然而，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在学术脉络中如何蜿蜒前行，它又是如何以整体史、地方史为
参照来实现学术定位，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其兴起的流脉仍有不够清晰之处，不少文章探讨的时
段侧重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其实 80 年代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地方史研究与 90 年代
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之间有内在承续性，纳入同一脉络进行分析才能准确寻找到传承与创新之处。区
域社会史与整体史、地方史的关系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从整体史到区域
社会史、从地方史到区域社会史等看法，区域社会史与整体史、地方史之间似乎发生了分离或断裂。
这种对不同时期学术研究之间起承转合关系的观察是有一定片面性的。本文以中国社会史学界既
有的理论探索和论述为对象，追溯中国区域社会史兴起的过程与原委，重新检讨区域社会史与整体

史、地方史的关系，以期深入理解区域社会史及其在推动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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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区域性研究到区域社会史

何为“社会史”在学界存在几种不同意见，关于区域社会史的内涵也有不同的看法。行龙等先生
认为，对区域社会史的学科定位大致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观点主张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

另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① 戴一峰先生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区域史
观:一种是方法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或研究取向;另一种是
范畴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兴学科或学科分支。范畴论者大多直接
或间接从地理学、区域学或区域经济学汲取理论养分，均主张区域范围应有明确界定( 但并非固定不
变) ，并应对划分的依据和标准给予充分说明。而方法论者则大多汲取历史人类学养分，强调区域的
无界和流动。② 行龙和戴一峰等学者的观察反映了目前社会史学界的基本共识，区域社会史大体呈
现分支说和视角说两种研究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分支说取向的
论著居多，但理论反思方面则以围绕研究视角、方法而展开的探讨最为活跃。本文将侧重分析作为
研究视角的区域社会史，在理论方法等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思考和探索。
要深入理解区域社会史，除了从内涵、特征等方面分析区域社会史，还须将其置于相关学术流脉

中进行定位。
中国古代地方志书较为发达，它主要是记载地方的各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区域社会史则属

于现代学术研究，它基于地方史、区域性研究与社会史相结合而逐渐发展起来。民国时期，地方史研
究得到初步发展，例如，彭子明先生的《台湾近世史》，傅斯年先生的《东北史纲》，金毓黻先生的《东
北通史》，等等。③ 另外，也不乏区域性的专史研究，如冀朝鼎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
利事业的发展》等。④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地方史研究方面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并不多见。80
年代后，中国地方史、区域史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直至 90 年代之前，区域性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等
领域相结合取得的成果较为突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兴起。90 年代之前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例
如，梁嘉彬先生对广东十三行的研究，傅衣凌先生对福建农村经济和徽商、江南市镇的研究，全汉升
先生对各地粮食价格变动等问题的研究，洪焕椿先生对浙江地方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叶显
恩先生对徽州、广东等地的商业、商人、宗法结构和佃仆制度的探索，章有义先生对明清徽州土地关
系的研究，从翰香先生对华北农业和农村社会的研究，吴天颖先生对四川井盐的探索，罗仑先生对山

东地主经济结构的研究，等等。⑤ 90 年代之后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坚力量的学者，在 80 年代已经
纷纷投身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并开始崭露头角。除了个人的实证研究，在一些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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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学者们开始倡导进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
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特点及其
发展道路学术讨论会”。会上，吕作燮等先生提倡运用区域性研究方法，加强区域经济史研究。他们
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笼统地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落后或先进并不科学，应该

进行区域经济史的研究。① 1987 年 12 月在深圳举行了“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
史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论文集) ，对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进行了阶段
性的总结。② 80 年代史学界特别是社会经济史领域内已经频频使用“区域性研究”之类的词汇了。
不过，90 年代中期之前，“区域社会史”作为专用名词还很少出现在学者的论著中。在“晚清民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区域社会史”为关键词没有搜索到相应的文章。在“中国知网”上使用“区
域社会史”进行全文检索，1996 年前一共不足十篇文章使用了“区域社会史”一词。较早提及“区域
社会史”的是何平先生。1986 年，他在第一届中国社会史会议上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可从以下八
个方面入手，即制度社会史、意识社会史、物质文化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等。③ 1992 年，蔡少卿先生提
出，研究城市社会史、农村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等，就可加深对社会历史不同方面的认识。④ 1993 年，
乔志强先生指出，加强区域社会史研究，对当前社会发展中战略方针的制定是有借鉴意义的。⑤ 另有
两篇书评中使用了“区域社会史”，《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被认为是从区域社会史去探讨辛亥革命
史，⑥《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研究( 1644—1911 ) 》被定性为一部区域社会史著
作。⑦ 虽然一些文章开始使用“区域社会史”一词，但并没有对其内涵进行详细阐释。1997 年开始，
使用“区域社会史”的论文明显增多，“区域社会史”的丰富内涵逐渐被清晰揭示出来。
在 90 年代以前，国家制定的“六五”、“七五”社会科学规划中，都把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

为重点方向。90 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重点。“八
五”期间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的区域研究已开始由社会经济史向社会史转移，重要的项目有华北和
华南的农村社会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是明显的。“九五”规划更把区域社会比较作为课题指南的
重点，是典型的区域社会史题目。⑧

1994 年 8 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国际学术
会议，“地域社会”成为社会史学界的重要议题。1996 年的重庆年会将“区域社会比较”作为会议主
题。这些都表明社会史学界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有关的中小型会议也不断召开，例如，以香港科
技大学人文学部、中山大学历史系等单位为核心的华南研究团队，举办了多次华南地域研究为主题
的学术讨论会。从这些会议的主题不难看出区域社会史在社会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魏宏运、朱德新、苑书义、乔志强、行龙、
张利民、郑起东、赵世瑜等学者出版了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论著。江南史的开拓者为傅衣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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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焕椿等。徐新吾、段本洛、邹逸麟、樊树志、王家范、蒋兆成、李伯重、唐力行、范金民、钱杭、承载、王
卫平、吴建华、朱小田、马俊亚、龙登高、曹幸穗、包伟民、单强、张海英、冯贤亮、陈江、徐茂明、马学强、
陈国灿、洪璞、夏维中等学者对江南社会展开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周少泉、栾成显、阿风、唐力行、
张海鹏、赵华富、卞利、王振忠、刘淼等学者对徽州展开研究，徽学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闽粤区域社会史研究以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罗一星、刘志伟等学者的成绩较为突出，其中一
些学者倡导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推动了区域社会史方法创新和理论构建的发展。张建民、鲁西奇
等学者对两湖地区的区域社会史展开研究，取得不少成果。王笛等学者对长江上游区域社会展开了
研究。
区域社会史的新发展，不论是关注区域的整体社会史，还是以区域社会为研究空间探索国家与

社会的互动过程，都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全面、整体、深入的方向发展。这使学者越来越
注意将整个中国的广阔地域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内，注意区域的整体研究，进而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

历史整合过程，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体现了学者们新的问题意识。①

存在于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区域性研究汇入到蓬勃发展的社会史研究潮流之中，两者相互激荡，

相互融合，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催生出区域社会史这一学术潮流。它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研究内
容，而且在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方面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几乎与社会史复兴相当的时间段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者已经注

意到区域性研究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并提倡进行区域性研究。明确提出这种主张而且影响比较
深远的是 1987 年“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傅衣凌先生所致开幕
词。他指出，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
科学、哲学和社会背景。该潮流与西方科学研究出现的从一元到多元、从绝对到相对、从确定性到不
确定性、从精确到模糊等变化趋势，与或然性规律的认识、选择论科学思想的确定，与近代殖民体系
的崩溃、出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及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的破产等有着密
切的联系;在中国，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在地域上严重的不平衡性，区域性研究尤其必要，区域性研究

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而且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更好地说明中国乃至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区域研究还可深入地方社会，广辟资料来源，避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以偏

概全、内容空泛、拼凑史料等弊病。② 会议热烈讨论了加强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几个理由。③ 可以
看到学者们对区域性研究兴起的原因达成了共识。例如，各地区的现实建设需要;国际学术和社会
变迁的影响;发现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说明中国

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利于发掘地方史料，等等。
90 年代之后，不少追溯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原因的文章多沿着傅衣凌等人的思路展开分析，国
际影响方面补充了较多具体的论证，而且强调中国社会史复兴的推动作用。
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性成果的引进，对中国区域社会史

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其中尤以法、美、日等国学者的影响较大。70 年代末，黄宗智等人到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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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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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访问，向叶显恩等学者介绍了年鉴学派和美国的区域史研究。① 80 年代初，中国的期刊对年鉴学
派有不少介绍。黄宗智先生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柯文先生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
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 80 年代后期已有中译本。② 1981 年，森正夫先生提出了作为方法论概念的
“地域社会论”。80 年代初，森正夫先生曾到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其“地域社会论”传入中国。③

90 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史学界捕捉到区域性研究的国际学术潮流，意识到国外区域社会史研究
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成果将会对中国区域社会史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乔志强、行龙等先生主张
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美国区域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展开地域社会史研究。④ 常建华先生撰文介绍了森
正夫等日本学者倡导的地域社会论。⑤ 很多学者一起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进行不同学科之
间的对话，推动了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例如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与萧
凤霞、科大卫、丁荷生、陈其南等学者的合作研究。⑥ 有学者总结区域社会史兴起的国际因素时做了
更加细致的区分，认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区域史研究受美国汉学界的影响远大于受年鉴学派的影

响，美国汉学界的区域史研究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施坚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阐
释的宏观区域理论。⑦

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原因多种多样，各种因素产生影响的时间和力度也参差不齐。比如有些
本土研究在不了解国际学术趋势的时候已经开始进行独立探索了，研究的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相似

的国际学术趋势。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史学界对国际上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是在 90 年代大量国外区域社会史书籍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复兴，90 年代之后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
学者意识到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而兴起的。乔志强等学者注意到，进行地域
社会史研究，冲破以行政管理区划以及用朝代断限来研究社会史的局限，以社会及其发展来确定

社会史的研究空间范围和时限，可以拓展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社会
史。⑧ 常建华、赵世瑜等学者指出，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
展，这既是一种整体社会史在特定区域内的研究尝试，又可以在实践中推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发展。⑨

90 年代之前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和之后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原因大致相
同。它们都关注华北、江南、徽州、闽粤等区域;并涉及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社会治理等主题;两个时
期研究同一区域的一些学者之间往往有师承关系; 一些学者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横跨两个时期，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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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一些论文，后期出版了专著，成果更为丰富。80 年代一些以区域性研究为名的实证研究，虽然
没有使用区域社会史这个词，但其研究内容及方法视角完全可以归入区域社会史之中。社会经济史
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之间存在直接的承续关系，应该放在同一历史脉络中加以理

解。在此背景下，以 90 年代中期为界，发生了从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向区域社会史研究
的转向，一方面将区域性研究的范围从社会经济史等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史，另一方面提炼了区域

社会史这个产生广泛影响的概念，其内涵阐释更为丰富、深刻。

二、从区域重构整体史

区域是以整体为参照的，两者如影随形。区域社会史往往把较大的单位如全国、全球、人类作为
整体史、总体史的研究范围，更小的单位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多以全国
史为整体史、总体史，并以此为前提来讨论区域及其与整体史的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学界热
衷于讨论地方史、区域史与全国史、整体史、总体史的关系。除了在学理上需要厘清两者关系外，一
个可能的因素是要在全国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为地方史、区域史争得一席之地。
很多学者把区域研究作为构建整体史、总体史的手段和方法。傅衣凌先生称，“我自三十年代

起，便采取地志学的研究方法，先从搜索史料入手，以个别地区社会经济的调查与分析为出发点进

行解剖，然后在这一个基础上陆续撰写一些论文，以探求总的发展规律”。① 傅衣凌先生强调了地
域研究的价值，不过，这种价值主要不是针对地域研究本身，而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总的规律。张朋园
先生认为，若循中央入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体综合性的观察，然了解难于深入，不如从地

区入手，探讨细节而后综合，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② 20 世纪 70 年代，张朋园等近代史学者开
展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其目的不是为区域而区域，是为了解决从中央入手难于深入认
识历史的困境，转而从地区入手，变的只是研究策略、手段，最终目标仍在得出整体综合性的历史
认识。
在一些学者看来，“区域研究”只能作为“整体史”的附属品才有存在的价值，或者只能为“整体

史”的解释做基础准备。有学者提出了与此不大相同的观点。如叶显恩等学者反对把区域性研究置
于全国性研究的附庸地位。③ 他认为，没有区域性的研究，就很难做全国总体史的研究。他不是把区
域性的研究视为总体史研究的铺垫，也不是把总体史看作区域性研究的叠加，而是认为区域性的研

究和总体史的研究既是互相参照、互相促进的，又是可以互相并存的;两者各有其功能，彼此是不能
互相替代的。④ 杨念群先生指出，在“什么是整体”这个问题无法厘清之前，把“区域史”与“整体史”
对立起来，且抬高“整体史”地位，并以“整体史”研究作为史学最高境界和终极目的之想法在具体的
历史叙述中根本无法实现。把“区域社会史”研究从剖析各个微观地域特质的角度出发理解中国历
史作为一种变通选择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不应该被讥为“碎片化”倾向的源头，或简单评定其研
究价值就一定低于“整体史”。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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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域社会史与整体史地位孰高孰低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学界多以整体史、总体史相标榜，鲜
有学者反对将整体史、总体史作为学术研究追求的重要目标，区域社会史常常作为认识整体史的手
段和方法而存在。那么，如何实现从区域重构整体史?
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社会史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机制”上面，通过

地域空间观察到中国历史更长时段的变迁，力求复原国家和上层政治在地方社会运作的复杂性。陈
春声先生认为，对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

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
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
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国家的历

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① 赵世瑜先生指出，区域社会史研究关键
在于如何从地方的视角去重新理解中国和世界，而不是用具体领域的研究去印证或者填塞宏大叙事

的框架结构;新的中国通史将是建立在“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的通史，而不是在一个“宏大叙事”或在
某种经验指导下形成的“国家历史”的框架内进行剪裁的地方史的总和。② 陈春声、赵世瑜等提倡历
史人类学的学者认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突破原来大通史的局限，不仅在国家的层

面思考中国历史，而且要在地方社会发现更多元的发展脉络。③

除了要解析地方社会而达到对整体史的构建，区域比较、区域互动也是构建整体史的重要路径。
唐力行先生指出，在区域史的研究中一方面必须守住疆界，另一方面又必须超越疆界，进行区域的比

较。在比较中关注互动区域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知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区域的特
质，揭示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深入、全面地认识社会运动的规律和社会的结构。④ 吴宏歧先生
认为，区域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要避免碎化现象回归整体史研究的正途，仅靠区域比较研究是远远

不够的，还应该积极开展区域互动研究，用辩证统一的观点来考察区域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的关系。⑤

地方社会能全息地展现国家的历史吗? 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不再成为
困扰年轻学人的问题了吗? 杨念群先生指出，对某一区域历史考察的目的即在于能够较为有效

地辨析出“国家”的在场对某一特定区域的意义，却并不能指望这个意义的发现可以自然挪用到
另外一个地区，或者说无论转换一个什么样的区域环境，“国家”仍能以同样的面貌呈现出来。
这样的看法给人的最大困惑在于，无法印证某一地区性政治运行的状态就一定与整个王朝的治

理规划相一致，或者只不过是其某种局部的有限表征和实践。⑥ 由此看来，以区域重构整体史仍是
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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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田野调查、发掘民间文献等在以区域构建整体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时常为从事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津津乐道。田野调查有利于读懂文献、激发灵感、萌生新的问题意识成为他
们的共识。不过，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也存在传统史料少人问津、典章制度束之高阁、资料堆砌大于问
题意识、田野调查代替学术训练等问题。① 一些提倡历史人类学的学者强调，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应当
由典章制度入手，一则是因为从王朝典章去说明社会制度，在中国学术传统上有长久的渊源;二则是

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制度常通过不同的机制直接或间接影响、制约社会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的结
构，地方发展的一个主要过程，就是把国家制度变成一个社会化的资源，而且是最主要的资源。② 制
度条文与实践之间有内在的不一致，各地的人们在推行、利用国家制度的过程中会衍生出种种变通
的做法，通过长期的累积就会形成新的“制度”。区域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从人们的观念、认
知结构、行为规范等层面发现制度生成的内在原理。
区域社会史针对宏大叙事的不足，意图从区域出发重新理解整体史，重写整体史。做出一些精

彩的区域社会史个案研究，对理解、重构整体史无疑是有价值的，但这些个案如何整合进整体史，如
何用斑驳的碎片勾勒出整体画卷，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三、以整体区隔地方史

区域社会史从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将视角转向地方，又将面对地方史的纠缠。20 世纪 80 年
代，区域性研究或者区域社会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的区隔并不明显，甚至混同一体。90 年代之后，
区域史与地方史相安无事的状况开始被打破，批评地方史之声不绝于耳。
直到 90 年代初期，叶显恩等提倡区域性研究的学者在论著中对地方史与区域性研究并没有严

格的区分，他们往往把区域性研究等同于地方史。1981 年，叶显恩先生撰写《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
佃仆制》的序言时，称该书是“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尝试。他指出，全国性的综合研究，自当以各地区
的研究为基础;同样，地区的研究，也不能局促于狭窄的小天地，而必须放眼于全国历史发展的整体;

在“地方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③ 1992 年，叶显恩、陈春声等认为，年鉴学派创始
人之一费弗尔的名著《腓力普二世与法兰西康德地区》就是一部典型的“区域性研究”著作，为巴黎
大学后来的“地方史研究”作了开创性工作。④ 显然，在叶显恩等学者那里，无论是《明清徽州农村社
会与佃仆制》，还是《腓力普二世与法兰西康德地区》，既是区域史著作，也可称之为地方史著作，区
域史与地方史是可以混用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的区别，并对地方史的
缺陷展开批判。1999 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郑振满、刘志伟、梁洪生等区域社会史研究者
的一个访谈纪要。刘志伟先生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与单纯的地方史研究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所
关注的问题与地方史不同。地方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特色、地方的特殊性，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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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 期。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叶显恩、陈春声:《论社会史的区域性研究》，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腓力普二世与法兰西康德地区》一书
有不同译名，此处用叶显恩、陈春声上述文章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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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方，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① 梁洪生先生指出，做地方史研究的学者一般存在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从区域上先划出一个地方来，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就可以放在视野

之外，即所谓“画地为牢”;第二，按照中国通史的传统模式，再搞出一个省际范围的东西，这就是地方
史;这种地方史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把地方与国家脱离开来，就地方来谈地方;而且，认为地方史的功

绩就在于研究地方特点、地方典型，研究那些地方独有而“别无分号”的特色，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
的误区。② 郑振满先生认为:“我们搞的区域社会史最为关注的恰恰不是这种地方特点，而是在中国
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对于地方特点的问题，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在大的
普遍性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异”。③

刘志伟、郑振满、梁洪生等学者强调了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的问题意识不同，一个关注地方特
点，一个关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他们认为，地方史有两个特
征，一是就地方谈地方的特点，二是通史的地方化或通史的地方版。他们对地方史的特征及其缺陷
的看法在此后十几年里被学者们反复描述，地方史与区域社会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陈春声先生指出，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并在此

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
《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赵世瑜先生认为，当地方史的编写成为既定的国家史甚至世界史
等宏大叙事的地方版时，无论它是以省为界、以市为界还是以村为界，它就都与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
会史分道扬镳了。④ 王先明先生指出，地方史、地方志虽然具有区域性，但其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与
区域史并不相同，它们不过是通史内容的“地方化”，或者通志的地方化而已，区域史也不应该是研究
主题的地方化。⑤ 行龙先生注意到，研究者强调区域社会史不等同于地方史，区域社会史虽然限定在
某一区域，但它决不是地方史或者说通史的地方化，不是中国历史区域化投影的地方版。⑥ 戴一峰先
生归纳了学术界对本土地方史研究的两点批判性反思: 第一，本土的中国地方史研究深受中国方志

学的影响，大多将地方史视为国家( 或王朝) 历史在地方的展开，因而使地方史处于从属、附庸的地
位，甚至使地方史成为国家( 王朝) 历史的复制版;第二，以往本土的地方史研究秉持国家—地方二元
对立的思维模式，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因而无从准确把握区域

历史的内在脉络。⑦ 张利民先生认为整体性观照要规避两种倾向。其一是通史区域化，将大通史变
成了地方版;其二是区域史地方化，描述那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地方性知识。⑧ 最近，陈春声先生还对
区域研究作品充满了担忧。他指出，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
识”的描述和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谈不上思想创造之贡献，对所谓“地方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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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克祖:《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学者四人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6 期。
史克祖:《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学者四人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6 期。
史克祖:《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学者四人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6 期。
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 12
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
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 年第 3 期。
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戴一峰:《区域史研究的困惑:方法论与范畴论》，《天津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张利民:《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现状与展望》，《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



心系整体史

归纳，一般难免陷于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这样的做法再泛滥下去，将会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
整体水平继续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相当遥远的距离。①

在对地方史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声中，区域社会史完成了对地方史的区隔。首先，二者的区隔围
绕区域的历史与整体史是否有关联而展开。一项研究如果直接从地方切入讨论问题，第一步要了解
区域的内在脉络，对地方社会进行整体考察。很多地方史论著都在进行“地方性知识”的描述，它们
的主要贡献就是这个层次的。有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性的，与国家关系不大，也没有太多普遍性、规律
性，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不仅可以增强对地方历史的理解，也让我们注意到全国历史之下还有多

样性的历史存在，其实也能增进对全国史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史有其存在的价值。一些学
者的能力只能进行第一步，兴趣也在此，他们完成这样的工作也无可厚非。地方上的问题有的可以
寻找到与国家的联系，有的可以带普遍性、规律性，因此，可以进行第二步研究工作，寻找与整体史的
关系。一些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认为，意识不到第二步，仅仅停留于第一步的研究是地方史，进行第
二步研究才有可能成为区域社会史。
满足于“地方性知识”的描述使地方史研究专注地方掌故，不知有国家。其不足主要在于问题意

识太小，对话的平台太小，对理解大的历史与社会问题不能做出更多贡献。正如陈春声先生所认为
的那样，“作为一个学者，做任何课题，最后还是希望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中，在学术发展的道路
上，留下一些痕迹。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中国史研究的人，做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希望我们
这样的研究，最终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构建或者重新理解，会有一些帮助。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辛
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的研究之后，这样的工作可能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有一些对话，

可以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去”。② 有志向、有能力在更大平台对
话的学者，研究视野超越地方似为其职责和使命。
其次，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的区隔在于区域的历史与整体史到底怎样进行关联。区域社会史的

研究者不仅把不关注整体史的那部分论著划归地方史，而且把另一部分虽关注整体史但仅仅为通

史、国家史教科书翻版的论著也列为地方史。作为通史、国家史教科书翻版的地方史，其缺陷主要在
于没有凸显地方的主体性，不能体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不能通过地方来增进对通史复杂性的

理解。这样的地方史对全国史的理解没有太多新贡献，自然在批判之列。作为通史、国家史教科书
翻版的地方史也可能导致本土性知识的流失。程美宝指出，中国地方史的叙述，长期被置于一个以
抽象的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内，也是导致许多具有本土性的知识点点滴滴地流失、或至少被忽略、曲解
的原因。③

从地方的角度寻找到与全国史的描述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内容，讨论在大的普遍性中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变与不变，分析地方的点滴变化如何积累而创造新的制度，无疑会丰富全国史和地方史的复

杂面相，对历史的理解将更加有新意。近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触角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没有国家在场的地方史领域越来越少。区域社会史更要警惕的是地方史变成通史翻版，更应重视在
古今中外的视野下讨论地域社会利用国家资源的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区域社会与国家转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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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谢湜:《以史学为业，求内在超越———访陈春声》，《历史教学问题》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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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宝:《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片想》，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 《新史学: 多学科对话的图
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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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和方式又有哪些演变。
区域社会史关注区域历史与整体史有联系的部分，通过二者的互动丰富对整体史的理解，把那

些与整体史无关以及虽有关联但仅仅是通史、国家史教科书翻版的内容划归地方史，于是在整体性
上实现了与地方史的区隔。

结 论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已经有一定声势。傅衣凌、叶显恩等学者认识
到了区域性研究的价值，并积极倡导从区域重构整体史。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在 90 年代特别是
进入 21 世纪之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以整体区隔地方史，并逐渐越出社会经济史等领域，提炼了
“区域社会史”这个概念，大量实证成果被发表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从而成为社会史研究中最为引
人瞩目的研究视角或方法。
区域社会史是整体史的一脉。无论是从区域重构整体史的努力，还是以整体区隔地方史，都表

明区域社会史并没有远离整体史，而是心系整体史。以区域重构整体史，有助于解决宏大叙事的不
足。以整体区隔地方史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解决研究的碎化、提升研究成果的对话空间。区域社会史
为史学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任何研究视角、方法都有其限度。区域历史与整体史之间的关
联常常是微弱的，以此微弱的关联进行区域比较或者重构整体史，有可能导致不能承受之重。即便
是区域的历史与整体史的关联足够强大，通过各具特色的区域如何重构整体史亦非易事。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行列。前辈学者开启了区域社会史之门，其研

究渐渐成为一种模式，年青一代学者不断模仿、注释。享受便利的同时，后学们无形中也可能给自己
戴上了枷锁。比如年青一代学者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很容易亦步亦趋地讨论王朝的影响，乃至他们
的研究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个地方变成了中国”。① 年青一代学者在不断证明或者修正前
辈所提出论题、所得出结论的过程中，如何建立自己的问题意识，则是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 作者唐仕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 100006)
(责任编辑:景德祥)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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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s Idea of the“Estranged Ｒ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 /Fang Xiaojie

As a subfield of history，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faces a primary issue，which is how to
address the socio-historicity of the environment. In hi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estrangement”and /or“objectification”in understanding human's relation
with nature，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issue. Through“objectification，”
nature becomes humanized，or acquires socio-historical meaning. This process supplies the premise for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ebb and flow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reflected the
estranged /object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In order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to develop better into the future，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 examine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Marx's perspective on“objectification. ”On the one hand，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nature's socio-historicity. On the other hand，one also needs to place human activity at the center of the
study and realize tha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problems in other arenas，such
as economics，politics，technology and culture.

Does History Have a Meaning? ———A Discussion of Zhang Taiyan' Idea of History in His Stud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 Chunqiu)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 Zhouyi) / /Jiang Mei

Zhang Taiyan ( 1869 － 1936) had a unique position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e was an
anti-traditionalist as well as a profound and thorough critic of modernity. Of Zhang'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he particularly targeted evolutionism，or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modern historical thinking. In so doing，he
put forth his “relative evolutionism” ( jufen jinhua lun ) ，which has received ample attention among
scholars. Yet as an Old Text Confucian，Zhang also studied the Spring and Autumn ( Chunqiu)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 Zhouyi) ，from which he developed a rather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history，one that
expands on Zhuang Zi's idea in his“On Leveling All Things”( Qiwu lun) . He thoroughly abandoned the
metaphysical presupposition of the concept of genesis and repudiated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progress，on
both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levels. Yet he also recognized specific and concrete cases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which enabled him to make anew the past tradition and encourage cultural autonomy. His ideas
are helpful for renew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which are relevant to Chinese society today.

Toward A Total History: Ｒeflections on the New Direction of Ｒegional Social History Study in
China / /Tang Shichun

While emerging as a new field only in the 1990s，regional social history had actually originated a
decade or so earlier，thanks to the advances in regional studies of socio-economic history. Over the period，
social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benefited one another，resulting in a new trend in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Different from regional studies，this new field expanded research scope and developed new ideas
and questions in methodology. In particular，scholars in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have explored issu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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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or to study the local with a
comprehensive，or total history，perspective and vice versa. That is，while some prefer to use regional
history to reconstruct total history，others hope to depict total history by highligh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otal history and local history. Both approaches，the author believes，reflect an interest in total history.
Integrating the two，or merging the local with the total in forming one's research，would overcome potential
downsides caused by fragmentation on the one side and overemphasis on finding a grand narrative on the
other. In sum，regional social history study is moving in a new direction，which will help deepen and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otal history.

The Calendar Ｒeform and the Ｒethinking of Historical Tim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Ｒepublic
China / /Zhu Wenzhe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Ｒepublic period，the calendar reform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caused a sea change in one's concept of time. In the main，it established the linear view of time change and
developed a universal time concept by merg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alendars. This new concept of time
also caused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one's historical outlook; people began to see that history moves along a
one directional time framework. As such，it undermined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history which tended to
emphasize the value of history as a mirror; or that historical events could move cyclicall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 and that past events could occur again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The new concept of time
enabled one to explore causal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seemingly unrelated events and appreciate the idea of
continuity in history. Since now there appeared also a universal time，historians in their writings strove to
search out and display a universal pattern of historical evolution，giving rise to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history. Meanwhile，this concept of time also delimited one'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circumscribed how
history is written for the years to come.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Ｒ. G. Collingwood's “All History is History of History”/ /Wang
Lihong ，Wang Fengshou

In his posthumous and expanded Idea of History，Ｒ. G. Collingwood posits，in addition to his idea of
“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ideas，”another important presupposition that“all history is really history of
history，”which becomes，the authors here argue，another pillar of Collingwood's idea of history. This
presupposition is not as well known as his emphasis on“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ideas. ”However，as
this article contends，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both before one can develop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Focusing on the idea of“all history is history of history，”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historian gains knowledge of the past through partial evidence，showing the presentness of
historical study. It also discusses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story of ideas and history of
history，emphasizing history's autonomy and idea-ness，which serve as the b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ssibility for history to repeat itself. It then moves onto reflecting Collingwood's“a priori”and dialectics
embedded in h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paper ends with some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ollingwood's“all history is history of history”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contending that it deserves
attention among historiographers and historical theorists.

A Critique of the Eurocentric Metanarrativ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 /
Wang Shenjiao

In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re is a Eurocentric metanarrative，which
not only overlooks or looks dow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non-Western history，but also prevents one from
gaining an appropriate understanding of European or Western history. Due to this Eurocen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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